诗圣杜甫

（在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的学术报告）
张忠纲

杜甫是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他人被尊为“诗圣”，诗被誉为“诗史”。

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为什么称杜甫为诗圣？

一、杜甫被尊为“诗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据现存文献，宋以前尚无“诗圣”之说。最早使用“诗圣”一词的，大概是北宋后期的晁说之。他的《凉州女》云：“我强宽愁亦怒嗔，逢着澄江悔不咏，功曹岂自夸诗圣。”但这里的“诗圣”，不是指杜甫，而是指南朝齐谢脁。谢脁于永明八年（490）曾任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并有“澄江净如练”的名句，故云。第一次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大概是明代的费宏（1468-1535），他的《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但此时诗圣还不是杜甫的专名。杭淮（1462-1538）《挽李献吉四首用曹太守韵》其二则称李白、杜甫都为诗圣：“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前。寂寞千载后，身死名流传。”而杨慎（1488-1559）则只称李白为诗圣。他在《周受庵诗选序》中说：“李太白为古今诗圣。”王穉登（1535-1612）则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他在《合刻李杜诗集序》中说：“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其实，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诗仙也不是李白的专名。最早称诗仙的是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旁，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亦称白为诗仙：“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敎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又称元稹为诗仙。同时的王建则称李益为诗仙。牛僧孺则并称刘禹锡、白居易为诗仙。姚合称贾岛为诗仙。其时诗仙还不是某一个诗人的专名，对一般写诗的人，都可恭维称他为诗仙。如姚合《和王郎中题华州李中丞厅》诗：“君到亦应闲不得，主人草圣复诗仙。”则称不以诗名的李中丞为诗仙。到宋代，虽然有人称李白为诗仙，如徐积《李太白杂言》：“噫嘻欷奇哉，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余年，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杨万里《望谢家青山太白墓》：“阿朓青山自一村，州民岁岁与招魂。六朝陵墓今何在？只有诗仙月下坟。”但诗仙仍然不是李白的专名。韦应物、李贺、梅尧臣、苏轼、黄庭坚、曾几、杨万里等，甚至何逊，都曾被人称为诗仙。而石介则称杜甫、石延年、郑师易为三诗仙。刘攽《和苏子瞻韵为石苍舒题》：“杜陵诗仙有祖风，笔洒云雾挥琼琚。”孙应时《寄咏东屯》：“闻说东屯胜，诗仙有旧游。”都称杜甫为诗仙。到明代中后期，渐渐都称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如孙承恩《杜工部（子美）》云：“诗圣惟甫，崇雅镇浮。”胡应麟云：“拾遗素称诗圣，又称集大成，又自称杜陵。”王嗣奭《梦杜少陵作》则谓：“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清初以后，大都称杜甫为诗圣。如吴兴祚《杜诗论文序》云：“千载杜公，邈乎诗圣。”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云：“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到乾隆皇帝时，李白称诗仙，杜甫称诗圣，二者已分得很清楚了。如他的《再咏南池四首》之三：“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羣。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已一怀君。”又《题南池少陵祠三绝句》之二：“诗仙虽具出尘体，诗圣原多忧世心。问我二人优劣者，试看七字定评吟。”又《双鹤斋八景·绮吟堂》：“潇落溪堂额绮吟，凭思未足称吾心。诗仙曰李诗圣杜，两字何曾一句侵。”

二、“诗圣”的内涵。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书·洪范》曰：“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白虎通德论·圣人》云：“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管子·心术下》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据此，则所谓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识或技艺达到极高的水平，一是道德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为人师表，成人楷模，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所以，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集大成”者。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元稹此论，即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滥觞，亦含有“圣”的意思。到宋代，秦观的《韩愈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明确提出杜甫“集大成”，并将杜甫与孔子相提并论，已隐然指杜甫为“诗圣”了。实际上，宋人大多是视杜甫为“圣”的，甚至把杜诗视为“经”，与儒家的“六经”并列。陈善明确指出：“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王义山（1214-1287）《赵东村希夔诗集序》进而说：“尝爱诚斋谓子美圣于诗。……诗至于大而化则圣矣！子美夔州以前诗，大而化之之圣也；夔州以后诗，圣而不可知之，神矣！神则天。”明末王嗣奭《杜诗笺选旧序》说得更清楚：“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
杜诗的集大成，杜甫的诗备众体，诸体兼擅，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极高境界，这都是历代公认的，没有异议的。但杜甫“诗圣”的含义，还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像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张芝、张旭被称为“草圣”，吴道子被称为“画圣”，大都是就技艺高超绝伦而说的。杨万里说杜甫“圣于诗”，朱熹说李白“圣于诗”，甚至称李白为“诗圣”，也是就诗艺而言。但在宋人的议论中，杜甫的“圣”，还因为他的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仁者情怀，高尚品德。而在这方面给予杜甫最高评价的，王安石当是第一人。作为志向远大而又学识渊博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他早年任鄞县知县时，就把杜甫作为精神偶像来崇仰的。他的《杜甫画像》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在鄞县时，他还编有《杜工部后集》。他编选的《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欧阳修第二，韩愈第三，而李白第四，居最后。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既肯定杜诗的“集大成”，又在《王定国诗集叙》中大力赞扬杜甫的忠君爱国：“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欤！”苏轼的“一饭未尝忘君”，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封建统治者宣扬杜甫“愚忠”提供了根据。其实，这是对杜甫的误解。杜甫遵循原始儒家的教导，以直道事君，哪是“愚忠”？但杜甫忠君爱国的赤诚，确是他被称为“诗圣”的重要原因。朱熹则谓：“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张戒强调杜甫的“忠义”：“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而将李白置于杜甫之下。甚至称誉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直把杜甫视为圣人。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获罪长流夜郎，王维在安史之乱中因陷贼而迫授伪职，这在封建社会中都被视为“变节行为”，受到后代封建文人的严厉批评。而杜甫虽曾陷贼，但他却冒死逃出长安，间道奔赴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保住了民族气节，受到历代统治者和人们的称赞。明人王直云：“开元、天宝以来，作者日盛，其中有奥博之学，雄杰之才，忠君爱民之诚，闵时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序》对杜甫的坚贞之节更是赞不绝口：“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

三、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仁”是孔孟思想的核心。

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到“仁”的有109次。而孔子的所谓“仁”，就是“爱人”。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奉献，后获取，这就是“仁”。“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他主张“为仁由己”，所以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特别强调个人修养，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就“修己”而言。而就“及人”而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学道则爱人”，“修己以安人”，如果“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达于“圣”。他要求后生小子“泛爱众，而亲仁”。提倡以孝悌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的“仁”，也就是“忠恕之道”。他曾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就是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珍重。所以，他反对用木俑土俑殉葬，不用说，更反对用活人殉葬，他曾诅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孔子看来，仁是比生命还宝贵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仁学思想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的“大同”理想，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仁”的精神，被许多现代思想家认为是拯救目前世界精神危机的良方妙药。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核心也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孟子仁政学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他的民本思想，而集中地表现在下面这段话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丘民，即众民，一般老百姓。这里的君、民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二者相对，而又相辅相成。在孟子看来，限制君权和爱护人民是统一的。

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过津口》诗云：“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杜甫明确指出恻隐之心即仁心，这就具有在我国思想史上独立地重新发明失落已久的孟子人性思想核心的意义。“安史之乱”后，杜甫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深深懂得儒家“邦以民为本”的道理。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为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悲惨遭遇中，想到的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在自己居住的茅屋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艰难处境中，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不知感动了多少代善良的人们。所以宋代的黄彻说：“老杜似孟子。”
杜甫对“安史之乱”以后亟须复兴儒家传统予以格外关注。大历五年，杜甫经过衡山县参观孔庙新学堂时，特别写了一首《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风雩至。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焕然立新意。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因见县尹心，根源旧宫閟。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墍。下可容万人，墙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叠苍翠。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戺。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他对安史乱后十余年来，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儒学不讲，道德沦丧的惨状，深感痛心。而对衡山县令陆某重修孔庙新学堂，以儒家思想培养新人的义举，大加赞赏。他认为“儒服敝于地”的现状必须改变，唐朝要中兴，“孔门未应弃”，就必须振兴儒家思想，恢复儒家传统。所以，他从衡山县“首唱恢大义”的壮举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不觉“衰颜减愁思”，“高歌激宇宙”，诗人那种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

四、关于杜甫的忠君。

杜甫确实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判。在《兵车行》中，诗人毫无顾忌地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而这样拓边的结果是生产的大破坏和老百姓的家破人亡：“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幅萧瑟凄惨的景象，不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悲愤控诉吗？其言词之激烈，感情之郁愤，不是至今还使我们深感钦佩吗？要知道，这是杜甫在皇帝脚下的国都长安发出的大声疾呼呵！在《前出塞》中，诗人写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的“君”，指的也是唐玄宗，这组诗是直接抨击玄宗的扩张政策的。在《丽人行》中，诗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玄宗所宠幸的杨氏兄妹的穷奢极侈和炙手可热的嚣张气焰，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玄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和“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的侈糜生活进行了抨击，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残酷的社会现实，而“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更是对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岌岌可危政治形势的形象描绘。这是政治家的预见。就在诗人写此诗之时，安史之乱终于爆发。这场造成“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的社会大动乱，主要是由唐玄宗造成的。对于肃宗的宠信宦官李辅国和受制于后宫张良娣，作为臣子的杜甫敢于大胆揭发隐私：“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对于肃宗的借兵回纥和遣嫁宁国公主和亲，杜甫都多次地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对唐代宗，杜甫也是多所批评。他原是“周宣中兴望我皇”的，可是代宗宠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之流，杜甫就大声疾呼：“君侧有谗人！”对于代宗的不诛程元振，杜甫尖锐指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他的《往在》诗更连续批评了玄宗、肃宗和代宗。上述足以证明，杜甫对皇帝并非愚忠，更不是只忠于皇帝一人一姓，而更多地是从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的，无非是希望皇帝和大臣们能把国家治理好。杜甫说：“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他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能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这种愿望是好的。可见，杜甫的忠君，实质是爱国爱民。
与其说杜甫是忠臣，不如说他是直臣。在关键时刻，他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疏救房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房琯与杜甫为布衣交，友情很深。房琯为人正直。房琯有远谋。安史乱起，他从玄宗幸蜀，建诸王分镇之策，使安禄山闻之生畏，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房琯罢相的政治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玄宗的人，他的诸王分镇的建议对肃宗是不利的，加之贺兰进明、崔圆、李辅国之流的谗毁，遂使肃宗决定罢掉房琯。而所谓董庭兰赂谢事，只不过是政敌捏造的一个堂皇的借口罢了。房琯实际上是玄宗和肃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而杜甫不察其中奥妙，却仗义执言，上疏谏诤，力辩“罪细不宜免大臣”，遂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救了他。杜甫虽然胳膊扭不过大腿，但他并未改变自己对房琯的看法。在事后上肃宗的《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他还是极力为房琯说好话：“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其素所蓄积者已。”他希望肃宗能“弃细录大”，所以才“冒死称述”。对肃宗的敕放推问，他自然表示万分感激，但他恳切希望肃宗“深容直臣”，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杜甫虽因疏救房琯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房琯罢相，贬官在外。杜甫在漂泊西南的岁月里，仍时时不忘房琯，写到他的诗文就有七八篇。在广德元年写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杜甫对房琯受命于危难之际极为赞许，对他的忠而遭贬深表愤慨，对自己的疏救无成深感愧耻，对房琯之死深致痛悼。从杜甫对房琯的一贯态度，可以看出杜甫并非愚忠，更不会阿谀奉承，无原则地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旨。李纲曰：“肃宗之怒房琯，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与阳城之救陆贽何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耶？”

杜甫这种“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桀骜性格，这种义薄云天的浩然正气，还表现在他对李白、郑虔等老朋友深挚的友谊上。这些，都体现了杜甫为道而自重的独立人格。
五、杜甫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杜甫的思想，其主导方面虽是儒家思想，但亦程度不同的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其实，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统治方略，在隋文帝时已露端倪。而到唐玄宗时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自然会受到影响。譬如杜甫同情弱势群体的“恻隐仁者心”的儒家情怀，与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是相通的。杜甫离开朝廷后，“漂泊西南天地间”，艰难困苦的生活使他走向了人民，更增强了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他总是尽其所能，乐于助人：“药许邻人劚”，“枣熟从人打”，“拾穗许村童”。到湖南后，生活极其困苦，还“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杜甫不但对穷苦百姓关爱，对他的仆人关爱，对动物、小生命，对环境也十分爱惜，充满恻隐之心：“筑场怜穴蚁”，“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分减”，历来注家都没有注明出处。“分减”，是佛教用语，出自《华严经》。在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一中出现了三次。菩萨行十种施，“分减施”为其一，“何为菩萨分减施？此菩萨禀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杜甫用的是佛经原意。
如“側塞”一词，唐以前，大概只有《水经注》和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偶尔用过，诗中尚未见。而在清编《全唐诗》中，只有杜甫两次用过“側塞”一词：一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一是《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之“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而文中，似乎只有颜真卿在大历六年（771）三月所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中用过：“于是远近骏奔，道场侧塞，圣像放光。”原来“侧塞”一词是佛经翻译中的常用词语，意为积满充塞。如后汉竺大力、康孟详共译《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云：“至夜半后，明星出时，诸天侧塞虚空。”唐僧提云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云：“净居天众侧塞虚空。”唐玄奘译《甚希有经》云：“侧塞充满，无有间隙。”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五一云：“乃睹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杭州雷峰塔中之藏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亦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侧塞无隙，犹如胡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在诗中，据今所见，恐杜为首用。后宋人范浚《题茂安兄秀野亭》诗云：“侧塞乱花红被径，檀栾髙竹翠缘陂。”乃是因袭杜诗。
刘凤诰说：“少陵不学仙，而自有仙气”，“少陵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 

六、杜甫的艺术成就。

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期，套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那么，杜甫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后一位诗人，后期的第一位诗人。以杜为界，前后期的诗歌风格大变。杜甫既集前期诗歌之大成，又开后期诗歌之“新世界”，可以说，后期诗歌的发展，无不受其牢笼。正如郝敬所说：“诗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变，不可不知。”陈廷焯亦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就唐诗而言，“安史之乱”前后，风格亦大不同，而杜甫正是转变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多沿用明人高棅《唐诗品汇》的初、盛、中、晚四分期来评论唐诗，其实并不科学。

必须指出，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绝不仅仅是“集大成”而已，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
杜甫用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使诗的表现范围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的观察视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开明态度，加之“诗是吾家事”的家学传统，使杜甫对中国诗歌有着一种超人的执着精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简直是视诗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仅使诗的题材和体裁范围空前的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
“新题乐府”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多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饮中八仙歌》亦是创格，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八人醉态活现。一代宗师王渔洋称誉杜甫的七言古诗“横绝古今”，奉为“千古标准”。律诗，特别是七律，更是成熟于杜甫。杜甫同时又是拗体七律的创始者。拗体律诗的创作，为律诗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生命力。他的诗，特别是律诗，可以说是从容于法度之中，而又变化于法度之外。他于法度中求变化，纵横变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所以人们尊杜甫为“诗圣”。
所以说，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杜甫的诗歌，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杜甫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杜甫的思想，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这些，我们或者可以统称之为“杜甫精神”，它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仁民爱物的博大胸襟，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自然会得到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平民百姓的尊崇和景仰。而在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并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杜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仍是我们所应继承和发扬广大的。他“诗圣”的桂冠仍是当之无愧的。

     七、杜甫的世界影响。

     杜甫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被戴上“世界文化名人”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杜诗在唐代就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学以深远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修次《杜甫》即云：“杜甫，虽然是古人，但他的作品，已超越时间，不断地给读者以新的刺激和感动。杜诗修辞艺术技巧，不仅给现在的中国诗人，也包括日本诗人以很大影响。杜甫苦心经营语言、观察事物之精细，令人吃惊。杜甫是超越时间、具有永恒价值的诗人。以‘诗圣’名杜甫，不限于中国风土与历史，即使从全世界角度看，也同样如此。”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曾多次来中国寻访杜甫的遗迹，他因故未能亲至杜甫的故居访问，感到终生的遗憾。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国人都称他为诗圣，即诗的圣人。……杜甫的诗作为人类的诗是完美的”(《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二卷)。杜诗很早也传入朝鲜半岛。韩国当代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李丙畴说：“目前大约有12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对杜诗进行过翻译。参加过注释的就有千人。朝鲜在1481年刊印的《杜诗谚解》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译作。世宗25年（1443），对当时最高级的学者进行了总动员，从开始翻译，前后苦干了40年。比日译本早300年。”又说：“朝鲜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有40％的题目出自杜诗。故不读杜诗者休想入科举之门。申紫霞曾有语云‘家家尸祝’，就是说家家户户都把杜诗当作祭文来念。”杜甫及其诗歌在欧美地区亦影响颇大。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唐诗研究专家肯尼斯·鲁克斯罗斯（汉名王红公）是杜甫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他曾说：“杜诗对我影响之巨，无人能比。我认为，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杜甫可超越莎士比亚或荷马，其诗作更为自然，更为新切。” 杜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的诗歌创作艺术的超前性、现代性和世界性。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说：“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研究杜甫，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传布中华文明，拯救当前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八、杜甫不宜戏说，更不宜恶搞。道德滑坡的表现。

     九、历时35年的《杜甫全集校注》。

      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利用前人成就，吸收现代研究成果，编写出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性质的新校注本，为我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定本，也为当代作家提供创作上的借鉴。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
